黎花砚舍说砚史

■ 陈良

砚为文房四宝之首，是记载人类文明的工具，属于世界上留存至今最古老的书写工具。

据史料记载，砚起源于黄帝时代，至今已有五六千年历史。砚见证了伟大华夏文化的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吴江黎里的黎花砚舍收藏有古砚200余方，地方名砚110多种。藏砚上至远古，下至现代，可以说是藏着一部浓缩了的中华砚史。下面，就以黎花砚舍所藏说一说中华砚台的悠久发展史。

砚之萌芽：远古时代的研磨器

史前的人类文明，遗存于旷野的岩画和居址。而彩绘文化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据考证，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研磨颜料的研磨器了。最早的研磨器，主要用于研磨粮食，绘制彩陶和岩壁等。我国许多文化遗址如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都出土过这类用途的研磨器。砚就是承袭了研磨器发展而来。

史前的颜料主要是赤铁矿、朱砂、软锰矿一类。研磨时将矿物颗粒置于研盘上，以研石或研棒压磨碾碎，然后用水或其它调和彩绘于陶器和岩璧之上。 清代黄钦阿《端溪砚史汇参》按曰：“上古三代之砚，仅见于此。此时未有笔墨纸，以漆贮玉石中，竹梃点之。于简版上，作蝌蚪书。” 秦时的研磨器基本沿袭史前的，没什么大的变化。

砚之初成：两汉时期的砚

砚之形成与命名，为砚之性质所定。 “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砚形成于西汉，于史有据。汉代班固在《汉书·薛宣传》中说：“薛宣为左冯翊，性密静有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砚，皆为设方略，利用之，省费，吏民称之。”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正月砚冻释，命童幼入小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幼童读孝经论语。”大量的出土发掘也有实证，汉朝人制砚已由过去随形而用和就地取材升级为有意识制造，这是个质的飞跃。

西汉的砚有两种类型。一是饼形砚，即磨制较为规范的圆饼形砚，上附研石。个别砚还雕刻有纹饰；二是板研，即以长方形薄石板做底，再配以石研钮或陶研钮。

东汉时期，饼形砚发展为砚上配圆雕盖、砚身雕三附足的砚形。汉三足砚乃为有足砚之发端。

砚之承启：魏晋南北朝的砚
魏晋南北朝到隋统一的三百余年中，瓷器大量出现，替代了昂贵的铜、漆器。瓷砚在三国开始流行，其形状一般是圆盘形，下附三足，足一般呈兽蹄形，成为魏晋南北朝砚的主要品种。

陶砚则继续存在。同时，带有突出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北方雕刻方形石砚开始出现，尤以北魏石刻最为精美，材料大多取自各地山上的砂石、叶岩、石英石和青石。

书法绘画到汉代，已渐入佳境，逐步艺术化。发展到魏晋，进入到纯粹艺术之域。笔墨纸砚，也日见精良。由于工具有了进步，书画家们得以运用自如，出现了如钟繇、陆机、顾恺之，王羲之、王献之等一大批闪亮于史册的人物。
           

砚之兴盛：隋唐五代的砚
隋唐时期，瓷砚更加盛行，除了圆形三足砚外，出现了多足砚。隋砚有南北朝遗风。

唐代最广泛流行的当属陶砚和瓷砚。唐代砚较典型的是箕形有足砚，一端呈圆（或方）而窄，一端平而阔，开口若簸箕，砚底都有足支撑。

唐代龟形砚甚多，造型颇丰。汉唐砚之造型以龟入砚，盖因龟乃四灵之一，龟兆吉凶，千岁而灵。唐代诗人张莹所著的《四灵赋》中的龟赋如是说“盖闻龟之为状也，冠鼋鼍之首，龟之为德也，超鱼鳖之先”。唐代的龟文化无处不在，唐有官服“龟服”，则天之后以龟符代替虎符，还有以“龟”入名的，如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乐工李龟年等。

唐砚还有从隋代继承下来的圆形多足的辟雍砚，其砚下部多圆足相连，足部明显突出，一般有纹饰。隋杨师道有诗云“圆池类璧水，轻翰染烟华”。

中唐以后砚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从质地上看，有石砚、陶砚、瓷砚、铜砚、铁砚、漆砚、玉砚等，不仅品种多，式样繁，而且制作、样式也比秦汉六朝的精致。

在唐代，砚材的发现与砚的制作也出现了高峰。像产于广东肇庆的端石砚，产于安徽歙州的龙尾石砚，产于山东青州的红丝石砚和产于甘肃的洮砚，都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李贺有诗：“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名砚的地位，至此真正确立。

五代虽然时间不长，但文房用具被宫廷重视。南唐国主李煜首次在歙州设置了砚务官，专门管理开石和歙砚的制作，向宫廷提供精品，大大提高了砚的地位。宫中所用“澄心堂纸、李廷珪墨、龙尾石砚三物为天下之冠”。

五代期间桌椅的进一步普及，人们写字作画逐渐形成了伏案的习惯，于是有足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无足的平底砚取而代之。

五代时期的砚上承唐代箕斗形砚式，下启宋代抄手形砚式，砚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足砚已成制砚造型主流，延续至今。

砚之卓越：两宋时期的砚

宋朝人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都醉心于风花雪月。在程朱理学的社会背景影响下，砚形大而内敛，造型冷隽，风骨峭拔。

宋代石砚日益普及。这时砚石的开采除了青州红丝石、紫金石、端州石、歙州石，洮石之外，又相继开发了淄州金雀石、唐州紫石、宿州乐石、登州石、戎石、泸州石、蔡州白石等等。

宋代石砚的造型也趋于多样化，其式样一扫汉唐砚圆形三足和箕形的单一风格。其主要样式是抄手砚。所谓抄手，是可用手抄砚底攫取，体积较小而得名。造型也呈现多样化。《歙州砚谱》就记载有月样、圭样、莲叶样、古钱样、蟾蜍样、琴样、辟雍样、凤字样等40种之多。宋砚轮廓外形朴素大方，实用雅观。而在材料上，则是石砚一统天下。

从宋代开始，四大名砚相继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宋苏易简《砚谱》指出：有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后因红丝石脉断而开尽，被澄泥砚所代替，于是自明代起，四大名砚即为端砚、歙砚、洮河砚和澄泥砚。

宋代镌刻砚铭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名贵石砚都要镌文于其上，成为鉴别宋砚的重要依据。

砚之异风：辽金元代的砚

辽金砚以陶制和瓷制为主，铭文形式继承唐宋，字数少，以钤印砚背中间常见，也有用硬器划铭者。从出土的资料中可见一斑。

金辽时期的砚存世量小，主要是北方出现一些有游牧民族造型特征的砚式，特别是出现了较多的圆形暖砚。
    　元代砚形制基本沿袭宋代，但是造型风格粗犷，琢制也显得粗朴，砚底常见条条琢痕。元砚中四足成拱桥形（或称八字形），砚身如方几座或须弥座，砚额雕双兽。自五代砚趋向平底后，有足砚于元代又灵光一现。

元朝统治者，原属蒙古游牧民族。在砚台艺术上，其民族特点，还是有所体现。目前所见之元砚，可用“粗犷”二字概括，“粗”属外形，“犷”是内涵。此朝所制之砚，大多数粗拙而不精细。

砚之弘扬：大明朝的砚

明代的砚式，大都延续宋代“规矩方直”的风格，但造型趋向宽敞浑厚。特别是在继承宋的蝉形砚和抄手砚上，展示出明砚的饱满和大气。在同样造型的砚台制作上，宋代砚与明代砚的最大区别在于砚的造型轮廓线，宋砚有线，边际线线条锐挺；明砚则无边，边际线线条圆柔。

明代的文人地位是一落千丈，朱明王朝的文字狱更是杀灭了宋代文人铸炼出的社会精英阶层的锐气。中国的文人从明代起开始逃避现实，纵情山水，吟花弄草。砚成为文人寄情之物，文人墨客在砚台上镌诗，题铭的风格在明代大为盛行。

砚在明代不仅仅以实用，还兼有收藏之效。

砚之精繁：清砚
清代是砚石制作的辉煌时期，所用的砚材除延续前代著名砚材外，康熙时期多了一种松花石。松花石青绿秀嫩，所制为宫廷宠物。再如扬州卢葵生的漆沙砚，体积轻盈。还有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等多种质料也被取为砚材。 
清代砚雕吸收了石雕、牙雕、木雕和漆雕等多种雕刻的长处，图案多样，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历史典故、人物故事、名家书法、印章铭刻等等，圆雕、深雕、镂空雕、浮雕、浅浮雕、阴刻等多种雕工手法交错运用。

由于雕砚技艺的日新月异，明清对砚石的审美情趣越来越高，对砚石的评判越来越考究，许多关于砚史、砚石和砚雕的著作争先问世，如：明曹昭《古砚论》、张应文《论砚》、清黄钦阿《端溪砚史汇参》、吴兰修《端溪砚史》、朱彝尊《说砚》、曹溶《砚录》、余怀《砚林》、朱楝《砚小史》、计楠《墨余赘稿》、《端溪砚坑考》、金农《冬心斋砚铭》、高兆《端溪砚石考》、于敏中《西清砚谱》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砚发展的全盛时期。御用的宫廷砚不惜工本，刻意求奇、求新、求美，风格雅秀精巧。特别是乾隆皇帝弘历，对砚情有独钟。由于社会需求和砚向艺术化的转化，出现了不少制砚高手。像顾氏一门——顾德麟、顾启明、顾二娘、顾公望，以及金殿扬、刘源、王岫君、高凤翰、梁仪、王复庆等一批人，他们或属门里出身或属从艺有年，纷纷跻身具备独特技能的砚雕艺术大师。他们所制的砚台清新典雅，有着浓厚的书卷气息和深厚的艺术底蕴。

砚之衰落：民国和建国初期的砚

民国时西方的钢笔和墨水传入了中国，传统的笔墨受到冲击。这时较多出现的是学生砚，形式单一，外表粗陋，主要形式有方形砚和壶形砚。

借着清代玩砚高潮的余温，清末民初也出现了一些玩砚的大家。像曾任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和其胞弟徐世章，吴昌硕为其作铭刻铭的沈石友，以及邹鲁、冯恕等。

民国年间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少名砚流入到了域外。1949年，蒋介石撤离大陆，把一些国家收藏的古砚运到了台湾。

建国后百废俱兴，物资缺乏，出现了水泥砚及塑料砚为主的实用砚、学生砚。砚文化出现了衰落，砚台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砚之重生：现代砚
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稳定，市场活跃，砚因“思古之幽情”，玩的人多了起来，于是乎掀起了一股新的玩砚热潮。

现代砚雕，一批功底深厚的砚雕大师，在秉承传统制砚理念和“砚之为砚”实用性的基础上，展开创新。同时一批青年新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用新的砚雕语言表达对砚雕艺术的理解。作品清秀雅致，用藏两宜，让人感受传统制砚的古雅同时，让人又有耳目一新的新体验，遵古法而不拘于古。

值得注意的是，受当代美术和社会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致使现代砚台制作走入误区，出现了一股逆流。浮躁、奢华、卖弄的匠人之气取代了文人的清高、飘逸之风。一些“创新”砚台，已不能称作是砚台了，充其量称其为工艺品，只能看，不能用。更有甚者，一些卖弄雕技的制砚人被炒作为“砚雕大师”，教坏学生，毁坏砚材，令人痛心疾首。

随着时代科技发展，砚作为日用文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砚文化的社会历史空间也已悄然转换，就如许多传统文化一样，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砚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极待我们去保护和传承。推广砚文化，弘扬砚文化就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根。

